
国民党中央对民众运动的
压制与消解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

齐 春 风

摘　要：国民党执政以后，实质上背离孙中山晚年确定的三大政策，但与抛弃

联俄、联共政策不同，国民党中央口头上不但从未反对过民众运动，相反，还口口

声声宣称拥护民众运动的政策不变。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在党内汪派

与元老派有关继续与取缔民众运动的争议中已倒向后者，于是对民众运动采取两面

手法，表面上拥护，以搪塞舆论；实际上通过严密掌控民众团体、转换民众运动的

内容来对之进行压制和消解。它这样做，一方面与其反共造成的意识形态缺陷有

关，另一方面与其阶级属性密不可分。国民党中央名存实亡的民众运动政策使其统

治基础受到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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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政变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弃了孙中山晚年推行的三大政

策。但是，惧于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建政伊始的国民党中央不但没有四处宣扬改弦
易辙的决绝，反而反复强调 “清党”反共有不得不然的 “苦衷”与联俄、扶助农工
政策维持不变的决心。对于联俄政策，直到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在得到苏俄驻广州
领事参加中共广州起义的证据后，才宣布对苏俄绝交。

国民党中央更忌惮民众运动在道义上的正当性，它完成 “不要民众”① 的
过程宛若一场漫长和隐秘的 “系统工程”。说其漫长，是因为直到１９２９年３月国
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才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抽出民众运动
革命式的内容，代之以与社会现实妥协的内容；说其隐秘，是因为尽管国民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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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惟文责自负。

“不要民众”是 “清党”后许多人对国民党的观感， “不说本党不要民众，就说本党离
开民众”，参见 《一周大事述评·党务报告》，《中央周报》第２期，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
第１页。



央曾一度 “暂停”民众运动，但它始终没有公开否定过民众运动，而且还时刻不
忘标榜赞助民众运动，它通过严密掌控民众运动的领导权和严格规定民众运动的
活动范围，力图从实质上扭转民众运动方向，从而达到取消阶级斗争式的民众运
动的目的。

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政策的变化多有涉及，但对其政策
变动背后的派系纷争和思想分野尚未引起充分的重视。① 本文利用海峡两岸最新的
资料，对国民党中央对待民众运动的两面手法作一比较细致的分析。

一、暂停民众运动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此后该党应采取的执政路线多有阐述，

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不得不 “清党”反共外，大革命时期所揭橥的 “扶助农工”、
“拥护民众运动”等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会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３日，蒋介石发布 《告国民党同志书》，宣称要 “努力民众工作，

为本党党员急切之责任”。４月１７日，又发出布告，“此为阻止少数分子发生叛乱行
为，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

毫无更张”。② ４月１８日，国民党发布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标榜 “两
年以来，本党仍继续总理领导国民革命之精神，从事于扶助农工民众团体组织之发
达”。４月２１日，蒋介石发布 《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谨提四事，与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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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全体将士相约”，其中第四项即为 “唤起民众，拥护农工”。８月１８日，蒋介
石与酆悌等谈黄埔同学会事，提出 “革命应以唤起民众为基础”。① ９月２０日，蒋
介石发表 《告别同学书》，要求 “黄埔同学不但要扶助农工，而且立志要到农村、工
厂里实地去做农工”。②

国民党中央还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从事民众运动不力的原因归结为该运动为共

产党所 “包办”。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３日，蒋介石在 《告国民党同志书》内称，“我党本
以协助农工运动与发展其组织为基本政策，乃农工之事，几皆为共产党所包办”。４
月１８日，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指责共产党 “破坏本党领导农工
运动之地位，遮断本党与民众结合一致之战线”。同日， 《国民政府告全体将士书》

痛诋 “自割据党内之叛徒，日嚣月张以来，于本党之组织宣传，于本党之农工运动，

一切胠箧以去”。４月２０日，蒋介石来到东南大学，给黄埔同学会作讲演，“从前的
民众运动、农工运动，统统给共产党包办去，不许我们插足”。次日，蒋介石在 《告
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中再次指责共产党 “藉我国民革命的掩护，假我国民党的
名义，包揽党务，把持农工运动”。③

然而，拥护民众运动并不是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他的上述表态口是心非，只不
过是暂时还没有机会将其真实态度表露出来而已。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共发动广
州起义，给蒋介石压制民众运动提供了借口。蒋于１３日发表谈话，表示：“在本党
未确定计划以前，一切民众运动都应暂时停止，静待本党与政府对于工人运动、农
民运动确定方针。”④

为顺利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先后采取了拉拢汪精卫派及与胡
汉民结盟的策略。胡汉民也愿意借机重返国民党权力中枢，他着重在理论上阐
述国民党的新路线，表示 “数月来，屏置一切而注意下之三点：一、三民主义
之阐扬，二、民众运动之理论与其方略，三、党之组织与运用”。⑤ 关于民众运
动，他反对阶级斗争式的、革命的民众运动，明确表示 “破坏工作完成，须接
着开始做建设工作”，“中国民众运动，决没有适用阶级斗争理论之余地”。与此
同时，他还认为民众运动须接受国民党及政府两方面的领导，“党必须一方为民
众团体的训练指导，使其能自由对于国家社会问题表现其意思，贡献其能力，

一方为政府的监督指挥，使其扶助民众相互的利益，其权力得为民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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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策得为民众谋福利的政策”，① 胡汉民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为蒋介石所赞赏，

因此，尽管蒋左拉汪精卫，右拉胡汉民，实际上更倾向于胡，对汪派则只是笼络而
已。

１９２８年２月３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对此次会议特别重视，亲自于２月

１日在预备会上提出 《关于党务案》，对民众运动多有着墨。他首先断言 “今日
本党毒仍遍于全身，驱逐少数共产分子于党外，而沿用其所执持之理论、所采
取之方法，是昔者以共产党操纵国民党，今则以国民党继承共产党”，并认为民
众运动的对象和方法与大革命时有了很大的不同，“昔在军阀压迫之下，本党民
众运动之对象为军阀，故以革命的立场，对军阀所统治之一切，无所不用其破
坏。破坏工程越大，建设障碍越少，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今在
本党统治下之各省区，旧有对象既经消灭，建设时期又在眼前，若复以破坏为
目的，何异自毁其椟而碎其玉？故今后本党在民众中，其目的为建设的组织、

建设的宣传、建设的训练，不特共产党之方法应彻底湔除，即本党青年党员之
幼稚行为，亦须根本纠正”。关于国民党的机构调整，他主张废止中央及各级农
民、工人、妇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于必要时得
设特种委员会辅助之。②

果然，蒋介石与陈果夫、丁惟汾联名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提出 《改善中央
党部之建议》，在开头也官样地说了几句 “本党为代表全体被压迫民众利益的党，而
唤起各阶级被压迫民众共同奋斗，更为本党所主张唯一无二之革命方略”，“良以党
而无民众运动为后盾，则党将或为空疏的政治组织”，“党的工作与民众运动互为表
里，不可须臾离也”，随后转入正题，指 “民众运动有离党独立之倾向”，五部的设
立导致 “层出不穷的相互间之纠纷与冲突”，以 “党的组织不集中，宣传不统一，以
及党员与革命民众无深切之训练”为由，提议改组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秘书处、

组织部、宣传部照旧，海外部并入组织部，训练事宜独设一部，农工商青年妇女各
部，则合并为一民众运动委员会。③

２月４日，蒋介石又提出 《对于党务政治之彻底更始案》，老调重弹，指责共产
党把持民众运动，“为纠正过去民众运动之错误，应由中央从新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
与方略，其要点在注重民众实际利益之增进，避免幼稚破坏之动作。……在中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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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确立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以前，各项民众运动，非得有中央党部之许可，不得
自由举行”。关于整理党务，“改正中央及各级党部之组织，所有农民、工人、商民、

青年、妇女等，凡是含有分化作用，足致纷扰之各部，一律废除之，而于组织、宣
传两部外，另设训练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以谋切实整理”。①

２月６日，蒋介石所提各案 “次第通过”，② “暂停”民众运动在国民党的决议
中得到确认，中央党部原先设立的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青年部、妇女部等五
部，以其 “有碍本党代表国民利益及易受共党之利用”，③ 决议予以取消而代之以民
众训练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推定经亨颐、朱霁青、戴季陶、蒋介石、何香凝、

王乐平、丁超五、陈果夫、李石曾九人组织，以李、经、朱、何、陈五人为常务委
员，显然这是一个杂糅元老派、汪派和蒋派的拼盘组织。④

会议在举行中气氛紧张，“新旧二派，壁垒森严，每议一案，辄起争执，争执之
烈，几不相容”。⑤ 两派关于民众运动的观点泾渭分明，水火不容，据亲临会议的中
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回忆：

犹忆十七年春，在南京召集之二届四中全会，对于民众运动有激烈之争辩，

大致有两种显然不同之主张：一为办党之中委，王乐平可为代表；一为元老派，

李石曾为其代表。前者主张本党应以民众为基本，干部自当领导民众作积极之
奋斗，盖本党自始即为领导各界民众从事革命的斗争也，故主张设立民众运动
委员会；同时元老派则反对之，其言曰，在野之党为运动民众以夺取政权，今
我党既统一全国，为何还要运动民众，在此时运动，目的何在？岂能运动民众
来反对自己吗？最后调和两派，成立所谓民众训练委员会。后以胡 （汉民———

引者注）先生前来主持党务，元老派之主张完全胜利。⑥

蒋介石认为 “民众运动委员会”与 “民众训练委员会”只一词之差，无关紧要，

他事后曾辩解，“民众运动和民众训练，没有什么大分别，训练中一定有运动，运动
中一定有训练……民众运动和民众训练之争，现在想起来，是没意思”。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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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２），第３３８页。
《王子壮日记》第２册 （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９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
第２６６—２６７页。当年１０月８日，他再一次回忆此事，指李石曾、蔡元培等老先生 “主
张不要民众运动，以为运动所以反军阀，今军阀已倒，绝无必要”。 （参见 《王子壮日
记》第２册，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中央党部六日纪念周》，《申报》１９２８年８月８日，第９版。



　　但是，蒋介石的轻描淡写掩盖不了国民党中央如是改组的目的所在，明眼人早
已看出两者之间大有不同：

这种名词的改变……影响却大，因为第一从性质方面说，民众运动是自动
的，民众训练是被动的；民众运动是民众于必要时自己起来行动，民众训练是
党对于民众加以训练。如果改民众运动为民众训练，是有漠视及抑制民众本身
自动的行动之嫌。……第 （二———引者注）从范围方面说，民众运动可以包括
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而民众训练不过是民众运动的一部，民众组织和运动的
能力如果幼稚，党自然应加以训练。然而，切不能以党对于民众的训练代替民
众本身的组织和运动。从以上两点观察 “民众训练”的名词，应该取消而改为
“民众运动”，并改各级党部之民众训练委员会为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下设农
工商学妇各组，俾各有执掌，以专责成。①
由于争执过于激烈，无法达成妥协，会议特意规定，“关于本党的理论纲领及民

众运动的方针，其重要之点由大会宣言中表示之，不另立专案”。查 《二届四中全会
宣言》，有关民众运动的内容有，“夫吾党唤起民众之努力与乎革命的民众之奋起，
其根本的目的乃在求民族全体之生存，而非自寻生存途径之绝灭；乃在发展中国之
产业，而非破坏中国之产业；乃在建设生产之秩序，而非在破坏生产之秩序”，“吾
党所代表之国民的利益，实为吾中国民族独立平等之生存与发展，而绝非部份的阶
级利益。……全党新旧同志之间，不得再有以派别自居，以派别攻人之谬见。尤不
得模效共产党徒暴乱之言行，假借党部之组织与地位，伪托民众团体之名义，为法
外之煽动，以阻挠本党政治之施设，与妨碍人民生活之自由”。② 这篇宣言强调了国
民党执政后民众运动应与经济建设相配合的思想，不允许民众团体从事 “煽动”活
动，支持了元老派的主张而对汪派有所指摘。
执政后，为达到严密控制民众团体的目的，国民党中央规定指导民众团体

的权力属于各级党部。１９２７年５月，上海特别市党部通告， “顷奉临时执行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议决案，嗣后各民众团体须向本党部请求备案，其有未经本党
部备案之各民众团体，一律作为无效”。③ ６月２日，蒋介石明确指出， “各团体
须受国民党指导”。④ ６月底，中央政治会议规定了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各县民
众团体之组织，应由临时或正式县党部指导，县政府不得干涉。成立后，由县党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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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２６、５１３、５１６页。
《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处通告第十一号》，《申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０、２１日，第３版；５月

２２日，第２版。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１），第５００页。



县政府立案”。① ７月１１日，中央组织部发布组字第九号通告 《规定各级党部与各级
民众团体之关系》，规定：（１）凡民众团体之组织与活动，应按其性质与范围，受各
级党部之监督与指导。（２）各民众团体之活动，当地党部认为不适当时，得由执行委
员会议决加以警告或纠正之。（３）各级党部对于民众团体不服警告或纠正时，得呈请
上级党部核办。（４）各民众团体为发生重大事故，当地党部认为应紧急处置时，得由
党部知会当地军警制止，同时呈报上级党部核办。（５）各民众团体对于党部之警告或
纠正认为不适当时，亦得提出意见于上级同性质之民众团体，转请上级党部核办。②

直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１４６次常会依然规定，“领导民众之权属党部”。③

二、恢复与取缔民众运动的较量

不过，民众运动不是蒋介石一声令下就马上停止的。“清党”后，国民党内最
热衷民众运动的当属时人称为 “粤方委员”的汪派。④

１９２８年２月，何香凝指责 “本党有一班同志不明此义，即主张废止民众运动，

此无异因噎废食”，大声疾呼 “本党对于切实扶助农工一节，亦为目前刻不容缓之要
图”。⑤ ５月１１日，何香凝发出电报，认为日军在济南的暴行欺人太甚，请国民党
中央各同志继续孙中山的大无畏精神，努力奋斗，勿为所屈，并从速恢复民众运动，

领导国民抵制强暴，以三民主义战胜帝国主义。⑥

５月１４日，潘云超、王法勤等致函国民党中央：“本党基本政策之一为民众运
动。……民众运动，即为唤醒人民政治意识之唯一方法，亦即使人民参与政治之最
有效的方法。夫革命党之力量，未有离开民众之力量者，民众组织愈普遍愈严密，

则党之基础亦愈巩固，而党之主义亦即愈易实现。……本党之政府，如无人民为后
盾，不顾人民意思之向背，不受人民团体之督促，必至成为寡人政府，其弊害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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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６页。
何香凝：《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的提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尚明轩、余炎光编：
《双清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９、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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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胜言者。”①

济南惨案的发生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呼吁恢复民众运动的队伍中来。５月１９日，

驻兖州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各级政训组织科联席会议呈报该部主任戴季陶，恳速
电请中央，明令准予各级政训部以组织民众运动的便利，并准总政训部有暂时委任
民众团体筹备员之权。５月２１日，上海特别市指导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呈送了
各区党务指导委员联席会议第一次决议案，经该会第八次会议讨论，认为关于恢复
民众运动、搜集济案照片及电请汪精卫、胡汉民二同志回国三案，应请中央核准。②

对于当时的形势，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秘书赖特才说，“自中央四次会议明令停
止民众活动以后，大家都出来说话，在口头上、在报纸上，都有恢复民众运动的要
求”。③

济南惨案的发生确实使国民党中央的 “暂停”民众运动政策不得不有所松动。

面对群情激愤不可遏制的局面，它不得不考虑将一触即发的反日运动的领导权抓在
自己的手里。５月１０日，国民党中央制定了秘密的 《“五三惨案”宣传大纲》，规
定：“全国民众及本党党员，应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导之下，作有组织、有计划、有
目的反日运动，对于本党中央的方案确切遵守。”④ 由此，国民党后来认为，民众运
动事实上已经恢复，⑤ 实际上恢复的是涉外型的民众运动，内向型的民众运动依然
在禁止之列。

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的声音固然很大，同时要求取缔民众运动、镇压民众运动提
倡者的声音也不遑多让。

这些声音有的来自于上海的资本家。１９２８年，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沪上各界
重要人物因谣传民众运动又将开始，且纯受党部青年指挥，人心大恐，顷据友人来
告，经济、实业方面领袖人物谈虎色变，因而对兄态度疑虑四起。”⑥

更多的反对来自于国民党元老派。本来蒋介石想以自己为中心，将国民党内各
派笼络到自己的周围，“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无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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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可以不管”，① 但他显然低估
了以国民党元老为核心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弹力度。
元老派因蒋介石拉拢汪派而对蒋起疑、不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蒋介石得到

消息，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都怀疑他已联汪不反共，将起而攻击。为了消弭
元老派的反对，１２月１１日下午，蒋往访张静江，不料因与蒋意见不同，张已与李
石曾前往杭州。１２月１６日晚，张静江、李石曾由杭回沪，蒋与吴稚晖谈时局，至
一时后回寓。夜间蒋感叹：“老同志离散，政局不安，使人彷徨不置。”１２月１７日，
蒋终于得见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张等称将提出查办粤籍中央委员案，劝蒋忍
耐勿反对，蒋只有默然。②

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９日，为了能使何香凝、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五
位粤籍中央委员出席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设法向元老派疏解。３１日下午，中央执
监联席会议开会，在蒋的极力斡旋之下，议决粤方五委员无附共证据，得照常行使
职权，暂时缓和了党内左右派之间的矛盾。③
不过随后陈公博的举措使两派之间一度有所缓和的关系又紧张起来。１９２８年３

月中旬，陈在 《贡献旬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的
文章，同时出版了一本名为 《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的小册子。５月中，陈公博
在上海办起了 《革命评论》，攻击国民党中央的言论更为大胆，以至于该刊 “风行一
时”。④
陈公博的公然挑战让右派难以容忍，决定予以反击。１９２８年４月３日，两湖举

行会议，程潜、白崇禧主张政府通缉汪精卫、顾孟余等，蒋认为此种主张 “在目前
徒为敌人张胆，影响于北伐大计者非鲜”，不予支持。５月１５日，蒋介石派宋子文
劝导陈公博，并禁止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加以逮捕。⑤ ７月２９日，蒋介石接陈公博
函，表示要出席二届五中全会。蒋立即复电阻止，“此时非出席与否问题，不过请兄
缓来，以消除误解而期圆满”。⑥ 元老派已按捺不住，不断向蒋介石施压，欲借助蒋
的武力，将汪派像共产党一样消灭。８月３日，吴稚晖、李石曾面见蒋介石，“谓必
欲从新清党，否则不行”，并威胁蒋，如果不答应他们的主张，“今夕将乘车赴沪”。
在二届五中全会即将开幕之际，元老派摆明了蒋如不与汪派决裂即拆台的姿态。同
日，张静江、李宗仁也先后找蒋介石谈话，李并 “传达白崇禧之意，谓只求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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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推总司令称帝，亦所愿意”，① 置汪派于死地的心情于兹可见。

８月４日，蒋记载各方对他的批评，其中有谓蒋 “近来太软弱，太不彻底，缺
乏除恶务尽的勇气”，当指他不肯对汪派痛下杀手。８月５日，蒋介石亲自到上海遍
访李石曾等人， “与之恳切接洽全会事”，认为 “结果尚称圆满，惟李宗仁坚持清
党”。其实蒋并没有使元老派回心转意，８月９日，李石曾、张静江已不别去沪。②

蒋介石专函劝驾，“公等如去，正不能独自负责，要走大家走”。③

８月１２日，蒋介石又一次到上海，“往访吴敬恒、李石曾、张人杰诸老，再三
申述全会诸委员来邀之意。……诸老乃允回京。晚又与诸老相见，公更剀切晓以事
理。诸老乃共曰必回”。岂料８月１３日，元老们又相率反悔， “张李诸老爽约不
来”，④ 蒋只好独自乘车回京。

一直冲在反共前线的吴稚晖对汪派仍旧盘踞中央委员之位非常不满，８月１４
日，吴稚晖接受记者的访谈，说 “事实上党部是把持在十来个共产党的朋友手里”，

并点了汪精卫、陈公博的名字。⑤

８月１７日，吴稚晖发表 《劝党员不可逞臆捣乱自堕党的地位》，斥责陈公博
“勾结”共产党酿成广州起义。陈公博立即发表相同题目的文章为自己辩护，并指责
吴稚晖再度清党以及破坏青年运动。随后，双方围绕 “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
的性质”、“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民众运动的存废”等问题，大打笔墨官司，直到

９月初，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双方才偃旗息鼓。⑥

关于汪派与元老派的分歧及蒋在其中的纠葛，阎锡山的私人代表赵丕廉有着清
晰的认识：

党务纠纷与其谓左与右之争，无宁谓新与旧之争，其焦点在民众运动。

张、吴、李主张商民欢迎，粤委主张青年欢迎。查沪市自五中会议恢复民
运说起，二五库价每百元落价六元，其疑怕可见。介石与吴、张关系太深，

闻最近蒋拟请中央倡民运之朱霁青出洋，避免目标，借以调和张吴，已致
意于朱，表示可无形停止，不能明白取消。果能做到，或可和缓下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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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李亦当不走极端。①

赵丕廉体察到的正是此时蒋介石与元老派、汪派亲疏关系的实情。在执政初期，蒋

介石需要来自于元老派的支持，对他们执礼甚恭，经常吸纳、迁就他们的意见。“我

在党内是一个后辈，一切都遵从前辈同志的意见”。② 在元老派当中，蒋介石最为倚

重的是被称为 “商山四皓”的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 “四老”。③ 这些

老同志固然给蒋介石出了不少主意，但他们也往往倚仗资格老，强蒋之所难，蒋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有忍让而已，“余以年轻资浅之身，而权位反在诸老者之上，

此伊尹、周公之所难处者。……余今唯行其正道，不与计较，力避冲突，以待时局

之转移而已”。④ 不过，蒋对元老派也并不是一点不敢拂逆，他可以接纳他们对民众

运动的意见，但不肯听从元老派的意见对汪派大开杀戒。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７日，蒋抱

怨道：“彼老同志辄指左派为共产党，（必欲一网打尽而扫荡之，以自快其心）。而不

知研究以后之党应如何处理，不思其究竟与是非，徒重于个人之利害，（且欲强逼人

为刽子手，代彼操刀，彼自为谋则巧矣）。然党中之同志如之何？其可自相残害，以

动摇党基哉！”⑤

王子壮观察到，“清党”以后，“胡先生事实上领导党内大多数老同志，汪则较

接近青年 （如彼所组之改组派）。蒋先生立身其间，颇欲以自己为中心，而汇合其他

两方成以完整之组织，终以政治波动，能达到之效果极微”。⑥

在恢复抑或取缔民众运动的问题上，蒋介石处在左右两派的挤压与拉扯之中，

他既不能完全漠视汪派的呼声，明令取消民众运动，又不能不认真考虑长期以来为

他出谋划策的元老派的意见，况且实际上他倾向于元老派的立场。于是，他对民众

运动采取了表面上拥护、暗地里限制的两面手法。１９２８年８月６日，蒋介石到国民

党二届五中全会演讲，先说 “民众运动是无论谁也不会反对的”，然后话锋一转，

“但是民众运动的方法，确要研究。如果拿共产党的民众运动方法，到国民党里来

用，这是不行的。拿俄国的民众运动，到中国来用，更加不行的。但是我们要知道，

现在俄国的民众运动方法，也许有在中国用得着的，他们对于民众，如果不是纪念

日，不是中央党部发了命令，绝对不许罢工、不许游行、不许集会示威的”。⑦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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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蒋介石青睐的是没有罢工、游行和集会示威的民众运动，这与大革命时期的

民众运动大相径庭了。

为应对党内外反对停止民众运动的声浪，国民党中央开始思考将民众运动转换

内容，即使这样，但还是不放心，要给民众运动加以严格限制。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１日，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 《民众运动决议案》，规定 “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组织团

体之自由，但必须受党部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政府应从速制定各种法律，以便实

行”，① 给民众团体确立了来自于党部与政府的双重领导。表面看，这是将汪派的主

张予以实行，实际上是由于符合蒋介石的想法而被采纳。②

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４日，蒋介石记载，“各种议案今日已一一议毕，事虽未能完美，左

右两派皆未能满足，然尽余之力，而会议得有结果”，并致电白崇禧：“五次全会已于

本日完毕，重要议案均能符合我辈之主张。”③ 可见这次全会的决议均按右派的主张

作出。

在国民党高层对民众运动的意见日趋保守之际，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也开始陷

入瘫痪之境。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１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１４２次常会，朱霁青辞职，决

议慰留。④ ８月２３日，在第１６１次常会上，陈果夫请辞民训会委员，慰留。⑤ ８月

２７日，第１６２次常会收到朱霁青函，“号 （２０）电奉悉，谨当如命，惟北平既可随

意藉词解散工会，各地民众团体，军政机关何可不效尤？民众训会有何工作可言？

故无返京之必要”。⑥ 由此看出，由于意见分歧，民训会常委纷纷出京，不过问该会

事务，该会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国民党中央第１７９次常会因民众训练委员会无人负责，工

作停顿，改组该会常会，以戴季陶、何应钦、李济深、缪斌、胡汉民为常务委员。

陈果夫以 “极不愿负此虚名”为由，辞去民训会常委职务。⑦ 国民党指导民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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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关完全落入右派的手中。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还改变了长期以来民众团体归党部指导的惯例。１９２８年１０
月１３日国民党中央第１７５次常会决议：一切人民团体之登记、监督、管理，应完全
归市政府。１０月１８日，在第１７７次常会上，关于上海工人训练问题，蒋介石提议，

工人训练归上海市党部，工人行政 （管理）归市政府。①

国民党中央从来没有公开解释过这种转变的理由所在，但从后来的时局演变
来看，应该是国民党高层越来越对党部不放心所致。在蒋介石等人看来，将民众
团体抓到国民党党部手里远不能高枕无忧，因为党部的成员多是受到大革命激进
思想浸染的青年党员，他们往往不但不执行国民党中央压抑民众运动的政策，反
而与党中央抗衡，推动民众运动的热情高涨不衰。相比较而言，还是政府比较稳
健和保守，符合国民党中央的意志，于是将政府拉进管制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的
阵营中来。

三、民众运动内容的抽换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前后，蒋介石倒向元老派而与汪派疏离的态度愈发明朗。

１９２８年８月７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发布演讲，不点名地批评了陈公博，“现在有
许多刊物骂党部、骂政府、骂老同志，尤其是骂军人的更多……我们应该告诉出这
些刊物的同志们，像这样的乱骂，对于党是绝对没有利益的”。② ９月２日，蒋介石
直接跳上台面，对陈公博与吴稚晖的纷争作了裁决，认为陈对中共广州起义 “实不
能辞其责任”，要求陈公博 “引咎自责，读书研究，不宜论列党政，往复诘难”。对
吴稚晖则赞誉有加，称他是 “本党之瑰宝”，要求 “全体同志，应绝对尊敬，听其指
导”，“必须绝对尊崇之”。③

蒋介石旗帜鲜明的态度，使元老派的怨气逐步得到抒发，与蒋之间一度剑拔弩
张的关系得到弛缓。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６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戴季陶、吴忠信、陈果
夫、叶琢堂、陈景韩、黄郛、张群、杨永泰等先后来见，蒋与他们畅谈，“并约同访
诸老同志。下午，同至张人杰家，李石曾、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皆在，遂相与
商讨党国大计，至午夜始已”。蒋介石观察到，元老派还没有完全消气，“诸老言辞
之间牢骚而不合理”。９月１７日，“与李石曾、张人杰、胡汉民、李宗仁、李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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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枢等晤谈，恳切告语，约同回京”。①

经过连日磋商，元老派与蒋介石达成分权协议。与之相反，汪派与蒋介石的矛
盾日渐加剧，举起改组派的旗帜，公开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蒋运用党军政力量，对
改组派施行一连串大规模严厉的镇压措施，使其逐渐失去抗衡国民党中央的能力。②

在将鼓吹民众运动的改组派清除出国民党以后，国民党中央将民众运动的内容抽梁
换柱就没有绊脚石了。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只规定了民众团体的领导权，而没有解决民众运动的方向
和内容问题，国民党中央对此还是不放心，终于在国民党 “三全大会”上，作了明
确规定。

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统一全党思想，

蒋介石作了题为 《敬吿全体党员诸同志》的讲演，尽管蒋介石声称 “偏左偏右的理
论都是错误的”，但他将攻击的矛头主要对准改组派，“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
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我们只知本党有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绝对不
承认有代表农工单一阶级利益的理论，更不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理想”，③ 表
明了国民党中央全民合作的立场。

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７日，国民党 “三全大会”通过 《对于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党
务报告决议案》。关于民众运动，该决议案首先指出过去的三个 “缺憾”，“其一，过
去所作之民众运动，并未预先确定民众运动之根本办法，而只知单纯作唤起民众之
运动，迨民众既起之后，民众本身无办法，乃并作民众运动者亦无办法以济之，结
果遂陷民众于妄动暴动之境。其二，过去所作之民众运动，只知顾及民众之组织，

而全未顾及人民全体在社会生存需要上之组织，故其结果则只见以一部分少数人民
变为民众之运动，而不见以一部分民众扶植大多数人民社会的组织之运动。其三，

过去军事时期中所施行之民众运动方法与组织，甚不完善，故以之施于训政时期，

已立即暴露其不适于实用之大弱点，甚至以军事时期民众运动方法上与组织上固有
之优点，而仍施之于今日之训政时期，根本上亦已不适用。诚以训政时期之工作，

已于军政时期之工作大异其趣，过去工作，在于革命之破坏，今后工作，则在革命
之建设也”。在对过去进行的民众运动进行了一番严厉指责之后，给今后的民众运动
画好了框框：

（一）民众运动，必须以人民在社会生存上之需要为出发点，而造成其为有
组织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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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农工已得有相当之组织者，今后必须由本党协助之，使增进其知

识与技能，提高其社会道德之标准，促进其生产力与生产额，而达到改善人民

生计之目的。

（三）农业经济占中国国民经济之主要部分，今后之民众运动，必须以扶植

农村教育、农村组织、合作运动及灌输农业新生产方法为主要之任务。

（四）本党对于男女之青年，今后应极力作成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实行男

女普遍的体育训练，提倡科学与文艺之集会、结社与出版，奖励实用科学的研

究与发明。①

由此可见，大革命时期具有革命色彩的民众运动的实质内容已被剥离殆尽，这次全

会确立的民众运动政策已是 “花瓶”式的摆设了。

既然具有革命色彩的民众运动实质上已被取缔，国民党中央干脆更进一步，来

一个釜底抽薪，取消了民众训练委员会这一组织。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８日，第三届中央

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关于民众训练委员会归并训练部案》，决议：民

众训练委员会应即取消，主管事务分别归并组织部、训练部办理。②

当国民党完成民众团体的党化程序后，却发现许多地方党部对中央不仅颇有微

词，而且往往带头反抗，在对待结束反日运动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济案协定》签订

后，相当多地方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仍继续推动反日运动，给国民党中央造成很大的

困扰。为在法律上限制反日团体的活动，１９２９年４月２３日，国民党中央突然发布

一道训令：“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

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之

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应受法律之制裁。各级党部、各民众团体，一切举措，均

应恪守此义，无稍逾越。”③ 北平反日会则我行我素，“北平反日会仍然存在，并时

发打倒卖国政府及王正廷标语，情形十分恶化”。④ 上海的情况与北平类似，蒋介石

致电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济案解决，对于反日运动亟应妥善劝止与取缔，免予外

人以口实而增外交上之困难。近闻上海反日会对前所扣各货尚有多起迄未发还，应

即由警备司令部会同党部，将以前所扣日货予以发还，以后并须切实取缔，不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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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擅自扣货之举，违者当以破坏大局论可也”。① 不料上海市党部根本不买蒋介石的
账，５月２１日，熊式辉致电蒋介石，说明了上海市党部抗命不遵的情形，“顷接复
函云，发还日货之举质诸法理事实，均未便办理，业经本会缕陈理由，呈请中央收
回成命”。②

在地方党部不可靠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一面对党部人员大加撤换，一面规定
民众团体要同时受党部和政府的领导，将党部对民众团体的单独控制改为地方政府
与党部共同控制。

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３日，蒋介石北上，发现平津党部已落入改组派的囊中，
“平、津党部，完全为改组派之党部，非我本党所有也”。他迅速拟定了应付这
种局面的办法，６月２５日，致电中组部副部长陈果夫，“务希即日改组其人选，

应以政府方面五人，另选老成之青年四人，如稍延后，必误北方党务”。③ 次
日，蒋介石再致电中央秘书长陈立夫：“此后对各地党部之方针，如无十分忠实同志
可选派，则有不如无。对各处党部基干之选派，则宁缺毋滥。……党用干部，则少
年不如老成之为妥，以后组织省市党部，至少要加入政府委员十分之六，不可专用
青年，徒为反动派所利用，与其为改组派所操纵，不如信任其政府兼办党务，使负
专责也。”④ 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党部以青年党工为主的状态就变成以政府官员为
主的状态了，况且党务人员还是 “老成之青年”，这样的党部无疑听话得多。

四、余　　论

国民党是在明知民众伟大力量的情况下逐步压制民众运动的。１９２７年４月，蒋
介石强调民众对北伐的助力，他说，“赖民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首先肃
清湘鄂，打倒顽梗军阀吴佩孚；次奠赣闽浙皖，扫除狡黠军阀孙传芳；续清沪宁，

大创残暴军阀张宗昌”。⑤ ６月３日，蒋介石在镇江民众欢迎大会上讲话，“革命精神
全靠民众合作，如果不是民众大家齐心一致，革命军即少精神上之助力”。６月１１日，

到杭州市民大会演讲，“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胜利，乃是民众之力与军队之力联合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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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① １１月２６日，他体会到， “民众虽手无寸铁，却为社会最大之势力”。②

１９２８年４月１日，他说， “革命之成功，须博得民众广大之同情，而战事之胜利，

需求民众有力之援助”。③

然而，国民党的势力刚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就自感羽毛丰满，实行
“清党”，结果是 “全国上下一切民众团体，均入静止状态”。④

国民党中央这样做，自有其逻辑所在。“清党”后，国民党不再认可自己是被压

迫阶级的代表，而自诩全民族的代表。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告民众

书，声称国民党至少有三种与共产党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为 “我们是谋中国全民

族的解救，所以要各个社会构成分子共同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专政，使其他的分

子不但不获解救，而且另添一种残酷压迫的痛苦”。⑤

从全民党的观念出发，国民党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布演讲，“我们总理革命主义唯一的目的，是拥护农工的权利……我

们拥护农工利益的方法，是要使农人和工人，得到生活上的愉快，同时和资本家交

涉，务使劳资双方均有利益，如有一方面受痛苦与压迫，我们就要裁制另一方面。

与共产党的利用农工，制造阶级斗争的政策，是不同的。……倘然资本家误会我们

的意思，虐待工人，那我们也要来打倒资本家”。⑥

１９２７年７月５日，蒋介石在上海宴请商界，谈到应付工潮的办法，认为虽然
“政府与党负有重大责任”，但 “还须请商界提出劳资调剂之适当办法”，“全赖政府

弹压，不是根本的办法。根本办法为何？资本家须为工人幸福着想。工人能够安居

乐业，社会秩序就可安定。工人的利益，间接就是资本家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全部

民众的利益”。⑦

“清党”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上更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为了宣扬

分共的合法性，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采取 “共取我弃，

共弃我取”的方针，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更张，将三民主义意识形

态中原有的 “左”的和一切带有急进及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抛弃，由此三

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⑧ 也就意味着，国民党在理论上陷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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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化的泥淖当中，不能辩证地看待事物。这表现在，一是尽管国民党曾辩解

农工政策在其党内有深远的历史，但揆诸历史，会发现在 “清党”之前，对于

一个长期依靠会党和新军起家的政党来说，国民党内盛行一时的提倡民众运动

思潮是由外部势力植入的，提倡民运并非是阶级代表的自觉意识与行动指南。

以这种心态从事民众运动，容易将目光聚焦在民众运动的缺点上，① 对其改造社

会的功能一概视而不见，也即为狂风骤雨般的民众运动所吓倒。二是将开展民众运

动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将执政前的任务视为单纯的破坏，将之后的任务视为全盘

的建设，并将民众运动视为破坏行为的一部分。它把民众运动具有破坏性这一认识

凝固化、教条化，执政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其打入冷宫。１９２９年２月４日，蒋介石

在中央党部讲演 《本党最近之重要问题》，在提到农工运动时说：“目前和过去情形

不同，地主和厂主再也不敢在本党政权之下剥削农工、压迫农工。我们若是还要奖

励农工的反抗意识，那么其结果必定是农民、工人反转来压迫地主和厂主。……何

况这样的做法，毕竟还是农民、工人的损失。譬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如果超过

于目前产业界所能允许的程度，又如罢工、怠工，如果影响到产品减少或妨及产业

生存的时候，资主方面固然要牺牲，劳动者的工作机会也要减少，结果还是增加工

人生活的困难。”② ２月１７日，蒋介石又一次提出， “有些地方天天所宣传的、

所拥护的，乃是罢工、抗租等手段，那就大错了。……而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

在事实上，如果一罢工，工人就无工可做。一抗租，农人就没有饭吃。要保护

农工，反而妨害农工利益，我们绝对不能如此的”。③

从阶级合作的立场出发，蒋介石反对引发激烈对抗的民众运动。１９２８年８月６
日，蒋介石在 《党部与政府、政府与民众之关系及其职权案》中提出，“凡一切民众

运动，如与民众无直接利益，而于治安有害者，必须禁止。一为示威游行，二为群

众大会，三为同盟罢工。民众虽有表示意思之权，惟过去之游行与大会，对于社会

问题只有害而无益。当此赤祸未消之时，更应绝对禁之”。④ １０月１９日，蒋接见上

海工人代表团，虽然也说了些拥护工人运动的场面话，但仍提出，“不可随意罢工，

即各业工友，在目前环境之下，罢工之手段，亦不可轻易为之”。⑤ １９２９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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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表 《对于关税感想之宣言及告国民书》，其中提到，“关税自主以后，国货

不患无出路，商业不患不发达，根本要义为如何增加本国生产品之数量，并提高其

品质。今欲实现此策，非全国 （各阶级）共同一致努力奋斗不可。且应绝对取消阶

级斗争的抗租、罢工、怠工、减工之亡国举动”。① 将农民、工人的抗租、罢工、怠

工、减工等合法行为视为 “亡国举动”。

至此，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在民众运动上的右翼立场昭然若揭，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７
日，他在杭州对国民党浙江省代表大会讲演 《党与政府的关系》，明确提出，“在外

人看来，左的主张不能贯彻，右的主张正在发挥，其实不然。不过左的主张在中国

国家现在实际社会和环境之下，目前有许多是不能行的”。②

国民党中央由其逻辑出发制定的民众运动政策当然是错误的。一是阶级合作

无由实现，工农又重回受压迫的境地。在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政策日趋保守的情

况下，它所担心的 “农民、工人反转来压迫地主和厂主”的情形根本就没有发生

的可能，相反，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劳资纠纷呈现这样一种变化趋势：因

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引起的纠纷所占的比例日渐减少，而解雇纠纷和

由于资方歇业、停业、缩小营业范围引起的纠纷所占的比例日渐增多，亦即在劳

资纠纷中，工人由主动要求改善生活、生产待遇为主逐渐转变为被动争取就业、

生存权利为主。③ 而 “地主和厂主再也不敢在本党政权之下剥削农工、压迫农工”

的 “保票”也不啻废纸一张，地主和厂主对蒋介石阶级合作的一套说辞往往不屑一

顾，当地主与厂主侵害工农的利益时，由于抗租、罢工、怠工、减工等农工可以用

来抗争的手段已被视为 “亡国举动”而被严加禁止，在侵害面前，工农陷入求告无

门、求告无效的窘境。④

二是国民党也自伤其身。本来９０％以上的国民党党员是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 “联

俄联共”的大革命时期入党的，⑤ 国民党中央政策的遽然右转，造成 “革命的矛盾，

政策的飘摇，党部的分裂，局面的反动，在在足以使一般青年烦恼、沉闷、灰冷、

愤慨、侥幸、投机”，⑥ “在本党容共清党政策变更之际，各地土豪劣绅地主及一切

反革命分子都乘机反动，并厚诬本党或残杀本党忠实同志。……清党事起，青年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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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５），第１０—１１页。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５），第１３４页。
徐思彦：《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第３４页。
王奇生的研究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工人在面临强势的资方时的无助，参见氏著：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国史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６页。
汪道余、金嘉勋、尚惜凡： 《民众运动与训练》，北平：中国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指
导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第３３页。



当其冲，而借反共以报私仇之贪污土劣更纷起发动，一时青年人人自危，因诬而被
害者极多”。① 国民党中央忙不迭地为激进型民众运动画上休止符，与大革命时期国
民党指导民众运动的乏力相比，执政后更等而下之，表面上对民众运动的领导权紧
抱不放，实际上已拱手让给了擅长民众运动的共产党而不自知。

三是国民党中央对民众运动的压制只一时有效，长远来看徒劳无功，并且适得
其反。国民党内并不是没有清醒认识，浙江全省代表大会即已意识到 “今后之民众
运动，固以训政时期之对象为对象，但在训政开始之时，帝国主义之侵略如故，封
建势力之骄横如故，在注意建设方面犹不能竟忘破坏工作”，② 然而这样的呼声国民
党中央根本听不进去。而且，在基本的社会条件没有改变的时候，民众运动火苗重
燃的土壤依然存在，国民党不得不站在民众的对立面，顽固而徒劳地作着阻遏民众
运动重新兴起的努力，既耗费社会成本，又徒增民众恶感。

一个靠民众运动的兴盛而重获生机的政党在执政初期即处心积虑地将民众运动

抛弃，说明执政后该党的阶级基础与政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工人、农民、

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关于南京国
民政府的统治基础，这些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并不代表
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也不能在政府决策上发挥重大的政治影响。后一句话或许
是对的，前一句话则失之偏颇，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十年时间里，大资产阶级确
实是和国民党存在着分歧和对立，有时候还相当尖锐，但否定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为
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国民党中央与后两者存在矛盾是因
为它顾及的是后两者的长远利益，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看到的只是眼前利益，这
一点应该能够从蒋介石对上海资本家的反复申说而他们听之藐藐中一窥端倪。

〔责任编辑：耿显家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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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总报告
（五）》，第１７、４６页。
《制定今后民众运动方案案 （中国国民党浙江全省代表大会建议书）》，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８
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３．１／３３．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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